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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着眼于“一带一路”建设投资安全性，从政商环境与政治倾向两个维度剖析“一带一路”

沿线各国家（地区）地缘环境。结果显示，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沿线国家（地区）

政商环境略有改善，但空间差异较大，呈现东西两端较好、中部较差的格局；各国家（地区）政商

环境无明显的空间依赖性，但有微弱的向好的同质化趋势，其中低分值国家（地区）主要位于前

独联体国家、中东及中南半岛地区，这些国家（地区）彼此关联较弱，表现出“同而不和”的特征，

因此，“一带一路”建设宜集中连片突破。政治倾向评价结果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

政治分化明显，对华态度不一，且随着对华态度的升温，政商环境呈下降态势。二者的负相关

表明，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地区）相对而言政局动荡、经济落后，他们希冀借力“一

带一路”实现本国发展。因此，“一带一路”建设在充分考虑投资安全的同时，需积极宣传中国

价值观，争取更多政商环境良好国家（地区）的支持和参与。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

政商环境落后及政治分化的现实存在，中国迫切需要探索符合“一带一路”地缘模式的地缘政

治理论，为“一带一路”建设保驾护航，同时通过重塑地缘战略叙事重夺政治解释话语权。本文

关于政治倾向性的定量评价研究，为国别与区域政治分化研究提供了初步探索，也为推进地缘

环境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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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该倡议着眼于世界和平与发展，致力推动全球经济向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
赢的方向发展[1]。“一带一路”倡议以其经济主导、提倡均衡的主张成为地缘政治经济理
论的继承和发展[2]。有学者指出其蕴含的中国式地缘政治想象超越了传统“中心—边缘”
模式局限，提供了一种互为中心的空间思维，丰富了现代地缘政治的实践成果[3]。截至
2023年底，中国已经同150多个国家 （地区） 和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4]，连接亚非欧“世界岛”两端，途经“北非—中东—西亚—中亚—南亚—东南
亚”弧形震荡带，并延伸至大洋洲、北美洲及南美洲。沿线地缘政治格局破碎、发展水
平和综合治理能力差异巨大、自然资源禀赋和工业化进程不同，以及身处大国“心脏地
带”的角力场等问题，导致中国在与其合作时需要审慎考虑商贸投资与国际合作等方面
的各项风险[5]。在影响国际交互的诸多因素中，地缘因素在大国博弈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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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源于政体不同的地缘环境是“一带一路”建设不容回避的重要议题。此外，各国家
（地区） 由于价值观、政治体制的不同，加之利益驱使，必然影响其政治倾向性，导致地
区政治分化，形成边界的“屏蔽”效应，塑造着全新的地缘格局，将影响“一带一路”
的建设进程[6-8]。因此，厘清“一带一路”沿线地缘环境，将有助于准确预判“一带一路”
建设存在的风险、机遇和挑战，增强互通置信[9]。

地缘环境研究属于传统地缘政治学与地球系统科学的交叉领域，旨在通过分析各种
要素的相互作用，研究国家 （地区）、组织或其他行政单元间的相互关系与演变过程[2]。
为认知国际地缘政治态势、保障国家战略顺利实施，地缘环境研究在中国得到了持续的
关注。但目前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未形成完整的理论方法体系。突出体现在：① 指标
选取的问题导向不明确，相关研究多拘泥于类似的范式，指标体系繁杂，冲淡了评价结
果的物理意义。而问题导向不同，指标与评价方法理应有所不同。② 国别与区域地缘环
境研究仍然薄弱。虽有学者研究提出针对单个国别的地缘环境分析框架[10]，而针对多国
的地缘环境定量评价研究有待深化。③ 对国家的政治倾向少有关注，以往研究多关注于
军事、文化、经济等关系。

“一带一路”建设涉及众多国家 （地区），探明各国家 （地区） 地缘环境，甄别投资
风险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容回避的内容。显然，“一带一路”投资建设受各国家

（地区） 内部安全形势和其主观参与意愿双重影响。本文将从影响投资安全的国内环境及
影响各国家 （地区） 参与意愿的政治倾向两个维度，评价“一带一路”沿线地缘环境，
探明分布格局及变化规律，以期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决策参考，也为推进国别与区
域地缘环境研究提供些许参考。

2   文献回顾

从发展脉络来看，地缘环境研究经历了概念解析、地缘环境评价、地缘环境系统模
拟及可视化几个阶段。就地缘环境的概念而言，目前学界并没有完全统一的认知，但各
定义之间也有共性之处，通常认为，地缘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2, 11-14]。继概
念探讨之后，学者们开展了大量的地缘环境评价研究。由于地缘环境脱胎于地缘政治，
其研究内容与传统地缘政治研究内容有着紧密联系。有学者将地缘环境评价研究归为3方
面，即地理环境、地缘关系、地缘结构[15]，这也成为后来诸多研究效仿的内容。其中地
缘关系研究最为广泛，涉及地缘经济联系[16-19]、军事联系[20]、政治及文化联系[5, 21]。也有
学者将各个维度进行综合开展地缘环境综合评价，如胡志丁等从地理环境、地缘关系、
地缘结构3方面综合评价了南亚各国的地缘环境[12]；陈俊华等综合评价并分析了中东地区
地缘环境时空演变特征[22]。在地缘环境评价研究的基础上，有学者进一步开展了地缘环
境系统模拟研究。例如，葛全胜等给出了地缘环境系统模拟框架，并解析了其涉及的关
键问题。近年来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国内学者对舆情和生态环境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
注。例如，邹汶君等基于识别出的“一带一路”涉华舆情因素进行全息风险建模，利用
层次分析和帕累托分析对舆情传播进行风险评级[23]；吴绍洪等以“一带一路”沿线60多
个国家 （地区） 为案例区，解析了气候变化背景下“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环境差异、陆
域环境要素变化趋势，并预估了未来环境变化所致风险，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基础
区域框架[24]。

地缘环境研究是国内学界对地缘政治研究的升华，目前国外对之关注较少。但国外
学者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同样开展了积极探索，研究内容多侧重其对当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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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服务于宏观决策。例如，Jean-Marc分析了“一带一路”的发展路径，认识到研
究软实力等主题工作的重要性并提出改进方向[25]；关注于铁路、公路、管道等基础设施
建设对环境的影响，个别国外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可能会造成环境破坏，诸
如生物栖息地丧失及碎片化、生态多样性、漏油事件、污染、扬尘等，以及对土壤、水
资源及水生态系统带来破坏[26-28]；Narain通过分析“一带一路”沿线18个国家 （地区） 水
坝内的生物风险，发现由中国进出口银行资助并不构成更高风险[29]；Blanchard等基于57

个国家 （地区） 的面板数据，研究证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地区） 的生态足迹消费、
碳足迹消费和非碳足迹消费之间的相关性[30]；Tan以铜商品链范围内国家智利 （初级商品
出口）、巴基斯坦 （过境） 和埃塞俄比亚 （最终市场） 为例，分析了“一带一路”建设的
他国效应[31]。

地缘环境研究方兴未艾，虽已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也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① 源
自对地缘环境没有统一的定义或认知，指标选取各不相同，目前研究多从地理环境、地
缘关系、地缘结构3个方面选择大而全的指标体系，致使评价指标存在繁杂、内生问题，
这也导致评价结果物理意义不明确。导致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是目前地缘环境研究问题
导向不明确。而地缘环境研究应具有明确的问题和政策导向[10]，导向不同，评价方案理
应有所不同。例如，立足于国内评价周边地缘环境，与立足于“局外”观察地区冲突风
险 （如中东地区），两者必然有不同侧重。地缘环境评价难以给出普适的指标体系或评价
方法，只有立足明确、有的放矢方能实现精准评价。② 国别与区域地缘环境研究有待加
强。目前已有学者提出了单个国别地缘环境分析框架，为分析单个国别与区域的地缘环
境演变过程提供了方案[10]，而面向多国的定量评价及地缘格局分析研究有待加强。此外，
政治倾向研究少有关注。作为主权国家，其政治倾向是影响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

“主观”因素，相对于其内部“客观”环境，二者作用方式不同，理应剥离开来。
鉴于上述分析，开展地缘环境评价研究

需进一步明确服务对象，导向明确方便指标
体系选择。基于服务对象不同，本文将目前
地缘环境评价研究分为3类 （图1）。① 投资
合作安全类。该类评价关注的是在当地投资
项目是否有安全保障，双边合作是否畅通，
所需考量的内容是各国家 （地区） 的内部投
资环境及其政治倾向。前者影响项目开展的
安全性，后者影响一个国家 （地区） 的合作
意向及参与程度。目前虽有学者关注于此类
研究，但通常是将其与境外地缘安全综合分
析，例如，胡志丁等关于日本德川幕府时期的地缘环境解析[10]。此外，政治分化的定量
评价研究目前仍少有关注。② 国家主权安全类。这类评价研究立足于一个国家 （地区）
的主权安全及领土完整，关注的重点内容包括邻国关系、外部渗透、政局稳定等。该类
地缘环境主要影响因素为文化或价值观的差异、领土争端、军事力量的悬殊等。例如，
巩茗霏定性分析了中国周边地缘环境对中国崛起的影响[32]。本类研究相对薄弱，例如针
对中国所面临的涉及领土完整、政权演变可能的地缘环境分析，目前缺乏系统性分析研
究。③ 地区冲突风险类。该类评价通常立足于“局外”透视一个地区的冲突形式，如中
东地区地缘环境、非洲地缘环境评价等。该类地缘环境主要受地区文化差异、各国治理
能力、领土争端、外部势力交汇等因素综合影响，宜将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开展研究。例

图 1   地缘环境评价研究分类
Fig. 1   Classification of geo-environment evaluatio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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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陈俊华等对中东地区地缘环境演变过程的分析研究[22]；Li等基于新闻大数据解析了
北极地缘关系[33]。

本文所关注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别与区域地缘环境评价，重在考量各国家 （地区）
投资的安全性及其合作意愿，可归为第一类。各国家 （地区） 内投资环境客观反映了其
内部秩序及政府治理能力，通常也是境内外势力共同作用的结果，称其为政商环境；而
一国家 （地区） 的政治倾向反映了其价值观，影响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意愿及参
与程度。一个拥有良好政商环境的国家 （地区），通常拥有稳定的政局、良好的社会信
用，这样的国家 （地区） 即便政治上并不友好，但其良好的社会信用也会使已落地的

“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得到一定保障，但政治倾向会影响其参与程度，而现有研究未对其
做明确刻画。鉴于此，本文从政商环境与政治倾向两个维度解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地区） 地缘环境，厘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地区） 政商环境变化态势及政治分化格
局，以期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3   数据及研究方法

3.1  研究区域及数据

作为一个开放的全球化的国际合作平台，“一带一路”倡议并未设定明确的空间范
围。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国
家 （地区） 数量不断增多，截至2023年底，中国已经同150多个国家 （地区） 和30多个国
际组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参与国家 （地区） 遍布亚洲、非洲、拉丁美
洲和南太平洋等地区。当前大量实际工作仍以亚欧大陆沿线地区为主，即古丝绸之路沿
线国家 （地区）。据此，本文沿用传统的古丝绸之路沿线64个国家 （地区） 作为研究区
域。这些国家 （地区） 也是较早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 （地区），也是目前学界关
注较多的案例区，以该区域为案例区兼顾了学术研究的延续性与可比性[24, 34-35]。

关于政商环境评价，本文采用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 （World Governance Indicators, 

WGI），加之人均GDP用于表征经济发展水平。WGI数据来自于一些调查机构、智囊团、
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和私营部门公司等机构，总结了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大量企
业、公民和专家对政府治理质量的看法[36]，是对国家治理质量的量化测度，包含话语权
与问责、政治稳定与无暴力或恐怖主义、政府效率、监管质量、法治程度、腐败控制6个
维度，是公认的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指标之一[36-38]。指标详情如表1所示。

国家 （地区） 的政治倾向性是难以量化的指标，也因此目前关于国别与区域政治倾
向性的定量评价研究少有触及。但从各国家 （地区） 对华态度可管窥一斑，本文以“47

表1   政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及统计特征
Tab. 1   The political-business environment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its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指标

X1

X2

X3

X4

X5

X6

X7

指标含义

公民言论与问责机制

政局稳定度与无暴力情况

政府对市场管理和促进能力

公共政策和制度的执行力

社会规则的信任与遵守度

腐败控制

人均 GDP(US$)

说明

值越高，表明机制越完善。

值越高，表明政局越稳定，暴力事
件越少

值越高，表明管理和促进能力越强

值越高，表明执行力越强

值越高，表明信任度和遵守度越强

值越高，表明政府越清廉。

值越高，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最小值

-1.960

-2.660

-2.300

-2.020

-2.070

-1.780

355.78

最大值

1.191

1.490

2.290

2.230

1.860

2.170

77710.09

平均值

-0.486

-0.295

-0.010

0.013

-0.180

-0.226

12786.13

方差

0.808

0.951

0.749

0.779

0.724

0.674

2396562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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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人权理事会44国人权‘反华’”事件及“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致电、贺函或驻华大使
祝福”情况为依据，解析“一带一路”沿线政治分化格局。其中，“47届人权理事会44国
人权‘反华’”指的是在联合国第四十七届人权理事会会议上，以加拿大牵头的44国纷
纷谴责中国的人权问题，暴露了其对华消极态度；“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致电、贺函或驻
华大使祝福”指的是2021年6月28—7月10日之间，全世界150多国元首或驻中国大使就中
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通过致电或 《人民日报》 海外网送上诚挚的祝福。作为具有世界
影响力大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之际，各国家 （地区） 自然会礼节性地
送上祝福，但致电或贺函的及时性、形式等方面会有所差异，反映其对华态度不一。
3.2  研究方法

主成分分析 （PCA） 是一种使用正交变换把可能相关的变量转化为不相关的新变量，
从而达到降维目的的数学方法，这些由原始变量的线性组合形成的新的不相关的变量就
被称为主成分[39]。借助主成分分析抽取政商环境指标中的显著影响因子，并确定指标
权重。

局部空间相关性指数 （Local Indicator of Spatial Association, LISA） 可反映要素分布
的空间自相关特征及集聚程度[40]。LISA指数计算方法为：

Ii =
zi

S 2∑
j

ω i, j zj ,    zi = yi − ȳ,    zj = yj − ȳ

S 2 =
1
n∑( )yi - ȳ

2
（1）

式中：Ii值越高，表征i与相邻国家 （地区） 之间集聚特征越强，反之越弱；ω i, j为空间邻
接矩阵；y为政商环境评价值。S 2为正，故局部莫兰指数的结果可由zi与∑ω i, j zj的正负判
断。以zi/S2为横轴，∑ω i, j zj为纵轴构建LISA坐标系，两两正负组合共4种结果，对应坐标
系中的4个象限，即第一象限高高集聚、第二象限低高 （LH） 集聚、第三象限低低 （LL）
集聚、第四象限高低 （HL） 集聚，用来描述中心样本与邻域样本间的局部空间联系形态。

LISA时空跃迁描述了区域与其邻域的空间关系随时间的变化过程。通过上述4种集
聚类型的变迁定义了4类集聚类型及16种跃迁[41] （表2）。其中，HL与LH之间的跃迁称为
异质化转变，HH与LL之间的跃迁称为同质化转变，空间同质化趋势指标SHTI可定义为：

SHTI =
Hm - Ht

2
（2）

式中：Hm和Ht分别表示异质性到同质性跃迁和同质性到异质性跃迁的概率。SHTI的取值
范围为-1~1，若SHTI > 0，则表示具有空间同质化趋势，SHTI < 0则相反。

4   结果分析

4.1  “一带一路”沿线政商环境

4.1.1  政商环境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可以用于识别各相关指标的变化特征，并量化各

表2   聚类跃迁类型
Tab. 2   Spatiotemporal transition of clusters

类型

I

II

III

IV

描述

自身跃迁，邻域稳定

自身稳定，邻域跃迁

自身与邻域均跃迁

自身与邻域均稳定

跃迁方向

HHt→LHt+1，LHt+1→HHt+1，HLt→LLt+1，LLt→HLt+1

HHt→HLt+1，LHt→LLt+1，HLt→HHt+1，LLt→LHt+1

HHt→LLt+1，LHt→HLt+1，HLt→LHt+1，LLt→HHt+1

HHt→HHt+1，LHt→LHt+1，HLt→HLt+1，LLt→LL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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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对每个主成分的贡献度[41-43]。其中主成分陡坡图用于直观判定具有较强解释能力的主
成分[44]。如图2所示，主成分陡坡图显示了各个主成分的特征值，特征值相连形成，即陡
坡线段，可通过陡坡趋于平缓的位置来判断提取主成分。2013年、2021年两个年份均存
在相同态势，即从第二个主成分开始，坡度趋缓，表明第一个主成分涵盖了主要信息。

据此，本文抽取各年份的主成分1 （PC1）（表3）。根据表3，主成分分析产生了一个
相对简洁直观的结构，所有年份主成分1均可以解释70%以上的政商环境变化，这也印证
了上述陡坡图所反映主成分变化趋势的合理性。变量的载荷年际变化不大 （在主成分对
应的新坐标系下各变量系数即为变量载荷），表
明所选指标在评价政商环境中作用较为稳定，
也说明各国家 （地区） 的政商环境在短期内变
化不大，有一定的惯性。

对比各年变量载荷，对政商环境始终起着
相对重要作用的是变量X3 （政府对市场的管理
与促进能力）、X4 （公共政策和制度的执行力）、
X5 （社会规则的信任与遵守度）、X6 （腐败控
制），反映出政府的效率、对市场管理能力及信
用是影响政商环境的重要因素，这也是影响

“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合同或协议是否得到遵守
及其收益的重要因素。载荷相对较小的是变量
X1 （公民言论与问责机制） 和X7 （人均GDP），
表明较之公民个人影响及经济发展水平，社会
信用及政府治理能力对政商环境有更大的影响。
社会公信力高、市场监管能力强，政商环境就
会得以改善，而这也是“一带一路”投资项目
是否得以顺利开展并得到回报的重要考量因素。
4.1.2  “一带一路”沿线政商环境    利用多指标综
合评价各国家 （地区） 政商环境，首先需要确
定各指标 （变量） 权重，主成分分析可以帮助
实现这一目标。各主成分对应的变量载荷构成
该主成分的特征向量，变量载荷也表征了该变
量在主成分中的权重。由于每年只取一个主成
分 （PC1），故PC1的特征向量表征了各变量的
权重。表4为标准化之后各变量的权重。

表3   政商环境评价指标的主成分及变量载荷
Tab. 3   Principal component and variable loadings 

of political-business environment evaluation 

indicators

变量

X1

X2

X3

X4

X5

X6

X7

特征值

变化(%)

主成分 1 变量载荷

2013

0.670

0.748

0.966

0.879

0.972

0.938

0.689

5.012

71.603

2021

0.661

0.812

0.941

0.882

0.974

0.943

0.776

5.200

74.274

注：粗体表征变量对主成分贡献较大。

图 2   2013 年和 2021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政商环境主成分陡坡图
Fig. 2   Principal component steep slope diagram of political-business environment of BRI countries (regions), 2013 and 2021

表4   变量权重
Tab. 4   Weights of variables

变量

X1

X2

X3

X4

X5

X6

X7

权重

2013

0.114 

0.128

0.165

0.150

0.166

0.160

0.118

2021

0.110

0.136

0.157

0.147

0.163

0.157

0.130

平均值

0.112

0.132

0.161

0.149

0.164

0.159

0.124

480



2 期 牛方曲 等： “一带一路”沿线地缘环境评价研究

（1）“一带一路”沿线政商环境空间异质性。利用自然断点法基于政商环境得分将各
国家 （地区） 分为5类 （图3）。其中，政商环境较好的国家 （地区） 主要分布在东欧，如
捷克、爱沙尼亚、波兰等，少数分布在西亚及东南亚地区，如格鲁吉亚、以色列、阿联
酋、不丹、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些国家 （地区） 共同的特征是内部秩序及政局稳定，
有着良好的市场环境。政商环境较差的国家 （地区） 主要集中于中东和中亚地区，包括
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形成集中连片区。这源于
该地区内外紊乱，政权更迭频繁，地区恐怖主义频生。位于西亚的以色列由于政府治理
能力强、腐败程度低，政商环境较好，而其邻国叙利亚、黎巴嫩、埃及等的政治水平却
较为落后，这一特点同样反映了西亚板块独特的内部地缘政治分异。俄罗斯的政商环境
评价结果也低于周边毗邻的蒙古国和中东欧国家 （地区），反映出中亚—北亚—中东欧一
带政商环境的差异性和复杂性。

政商环境评价结果客观地反映了各国家 （地区） 的投资安全性。政商环境良好的国
家 （地区） 由于其良好的信用和内部秩序，可为落地的“一带一路”项目提供较好的安
全保障，但其主观上是否愿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及参与程度，受其政治倾向影响。
如立陶宛，目前与中国存在分歧，但其有着良好的政商环境。后文将进一步探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 （地区） 的政治分化情况。

（2）“一带一路”沿线政商环境演进特征。为分析“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各国家
（地区） 政商环境的变化情况，本文分别计算了2013年和2021年沿线国家 （地区） 政商环
境 （图3、图4a）。各国家 （地区） 政商环境评价值平均值由2013年的0.407升至2021的
0.44，政商环境总体有所改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地区） 2013年和2021年政商环境加以对比 （图3、图4a），两
个年份排名均位于前10名的国家 （地区） 有9个，分别为新加坡、卡塔尔、爱沙尼亚、捷
克、立陶宛、斯洛文尼亚、阿联酋、以色列、文莱，表明这些国家的政商环境稳定于良
好状态。两个年份排名均位于后10位的国家 （地区） 有7个，分别为塔吉克斯坦、伊朗、
土库曼斯坦、缅甸、阿富汗、叙利亚、也门，表明这些国家 （地区） 政商环境落后，且
不易改善。2013—2021年各国家 （地区） 政商环境位序变化情况 （图4b），其中排名下降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 GS(2019)1825 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下文同。

图 3   2021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政商环境评价
Fig. 3   Political-business environment of the BRI countries (regions) in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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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显著 （≥ 5） 的国家有土耳其、黎巴嫩、波黑、波兰、柬埔寨、白俄罗斯、伊拉克、
阿曼；排名显著上升的国家有乌兹别克斯坦、印尼、马尔代夫、东帝汶、尼泊尔、不丹，
埃及、哈萨克斯坦、印度。整体上，“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家 （地区） 政商环境变化未见
明显的分异规律，位序变化并不显著。

（3）“一带一路”沿线政商环境空间依赖及其时空跃迁。传统地缘政治学强调地理空
间的占有和扩张，地理空间邻近的国家 （地区） 往往具有相似的地缘政治选择[45]。本文
对各国家 （地区） 政商环境开展LISA集聚分析 （图5）。其中，“高高”区域为政商环境
高值集聚区，位于东欧和东南亚，包括爱沙尼亚、波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表明该
地区总体上政局稳定、社会秩序良好。“低低”区域主要位于前独联体国家、中东和中南
半岛国家 （地区），其中中南半岛国家包括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等。表明这
些国家 （地区） 政局动荡、社会秩序较差。自身政商环境较差而邻国较好的国家 （地区）
有白俄罗斯、尼泊尔、阿塞拜疆、叙利亚、也门、黎巴嫩、摩尔多瓦、乌克兰、波黑、
东帝汶、埃及；而自身政商环境较好邻国较弱的国家 （地区） 有格鲁吉亚、亚美尼亚、
蒙古国、阿曼、科威特、以色列和印度。另外，菲律宾、斯里兰卡、吉尔吉斯斯坦、马

图 4   2013—2021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政商环境评价及位序变化
Fig. 4   Political-business environment of the BRI countries (regions) during 2013-2021

注：“高高”表示自身和周边国家政商环境评价得分均高；“低高”表示自身政商环境得分低，

周边国家政商环境得分高；“低低”表示自身和周边国家政商环境得分均低。

图 5   2021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政商环境空间依赖
Fig. 5   The spatial dependence of political-business environment of the BRI countries (regions) in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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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代夫的政商环境与邻国无显著的依赖特征。可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地区） 的政
商环境复杂多样，且关联较弱，一体化程度较低。

表5给出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地区） 政商环境空间依赖的LISA跃迁态势。
LISA时空跃迁矩阵用于刻画空间局部依赖的演变特征[46]，通过莫兰散点在LISA坐标系中
象限跃迁体现。其中第四种跃迁类型数量最多，达到82.5%，该类型是自身及邻国政商环
境均未发生明显变化；而跃迁数量最少的是第三类，即自身和邻国政商环境均发生变化，
占比为0。以上两点充分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地区） 政商环境具有“惯性”，难
以迅速改变，“一带一路”建设应予考量。

表征空间同质化趋势的指标SHTI为0，表明各国家 （地区） 政商环境不具明显的同
质化趋势。其中异质类 （LH或HL） 到HH类同质性转变的概率为0.051，而到LL类同质性
转变的概率仅为0.034，表明邻国之前，H类国家 （地区） 对L类国家 （地区） 正面影响要
大于后者对前者的负面影响。可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地区） 政商环境具有微弱的
向好的同质化趋势。HH-LL和LL-HH两类同质性之间演变占比均为0，表明政商环境集聚
类型完全意义上的反转情况并不存在。

此外，HH类型向其他类型跃迁情况，其中HH-HH跃迁 （无变化） 占比较高，其他3

类较低或为0；LL类型向其他各类型的演变除LL-HH外均存在。该结果表明政商环境高
值集聚区的国家 （地区） 彼此关联性更强，相互依赖难以撼动，而政商环境低值集聚区
的国家 （地区） 彼此关联性较弱，各国家 （地区） 独自演变的可能性更高，表现出“同
而不和”的特征。因此，“一带一路”建设可考虑集中连片突破。
4.2  “一带一路”沿线政治分化

虽然依据“47届人权理事会44国人权‘反华’”事件及“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致电、
贺函或驻华大使祝福”评价各国家 （地区） 政治倾向略显草率，但通过该数据足以看出
一些端倪。例如，这44个“人权‘反华’”国家 （地区），无一向中国致以贺电或祝福，
因此，这些国家 （地区） 被归类为对华“消极”类。另外，将向中国致以祝福的国家

（地区） 按其祝福的及时性分为“积极”“温和”两大类，由此确定“一带一路”沿线政
治分化情况 （图6）。

根据图6所示，持积极态度的国家 （地区） 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北亚、中亚和西亚板
块，多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缓慢，内部差异较大，积极参与“一带一路”谋求
发展。另外一些是得益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较为发达的国家 （地区），如新加坡。而持消
极态度的国家 （地区） 主要分布在中东欧板块，经济相对发达，意识形态倾向于西方国
家 （地区）。如波罗的海三国 （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 属于东欧地缘支轴小国，
从地缘上天然亲近欧盟，与中国经贸联系日益密切也难以改变其政治倾向，这是地缘小
国因自身“边缘性”“脆弱性”所决定的。持中立态度的国家主要分布在西亚、南亚、东
南亚板块，该区域经济落后，且面临大国竞争，有着强烈的发展和“政治”独立的双重

表5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政商环境空间依赖关系的跃迁
Tab. 5   Transition in spatial dependence of political-business environment of the BRI countries (regions)

t/t+1

HHt

HLt

LHt

LLt

HHt+1

0.370(Ⅳ型)
0.017(Ⅱ型)
0.030(Ⅰ型)
0(Ⅲ型)

HLt+1

0.030(Ⅱ型)
0.068(Ⅳ型)
0(Ⅲ型)
0.030(Ⅰ型)

LHt+1

0(Ⅰ型)
0(Ⅲ型)
0.150(Ⅳ型)
0.034(Ⅱ型)

LLt+1

0(Ⅲ型)
0.017(Ⅰ型)
0.017(Ⅱ型)
0.237(Ⅳ型)

统计

I  型：0.077

II 型：0.098

III 型：0

IV 型：0.825

SHTI：0

注：I 型为自身跃迁、邻域稳定，II 型为自身稳定、邻域跃迁，III 型为自身与邻域均跃迁，IV 型为自身与邻域均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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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求，其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同
时持观望态度。中国在推进“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方面，可考虑在东南亚、
中亚、北亚、西亚、中东欧等板块制
定不同的推进策略。
4.3  “一带一路”沿线政治分化背景下政

商环境分异规律

图7所示的是“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 （地区） 政商环境与政治分化变化
关系。其中，政商环境最优的为新加
坡，该国有“花园城市”之称，有着
良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内部秩序，其
发展得益于对外联系，因此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而政商环境得分最低的是也门，这是因为该国近年处于不断战乱之
中，并且存在宗教极端事件。

图7清楚地显示，总体上对华态度消极的国家 （地区） 的政商环境相对较好，其次是
中立国家 （地区），而持积极态度的国家 （地区） 政商环境得分最低，即政治倾向从消极
到积极，各国家 （地区） 政商环境呈明显下降态势。这一显著的负相关表明，目前积极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 （地区） 政商环境总体落后，面临政局动荡、社会治理效
率低下及社会信用等问题。“一带一路”建设需要谨慎投资，充分考虑收益的安全性。

就各国家 （地区）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性与其政商环境负相关的原因，有
着合理的解释。首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处于同一阵营。各国在美国的“羽翼”
下“享受”着发达国家的生活，自然不会轻易倒向中国；另外，这些国家 （地区） 也形
成了对美国经济和政治的依赖，短期内难以摆脱美国的束缚。而多数欠发达国家 （地
区），游离在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之外，或遭受着西方国家的制裁。而这些国家 （地
区） 同样有着发展诉求，为此，他们希望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搭上中国发展“快

图 6   2021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政治分化
Fig. 6   The political division the BRI countries (regions) in 2021

图 7   2021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政商环境

与政治分化
Fig. 7   Political-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political division 

of the BRI countries (regions) in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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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推动本国经济发展。而其中少数国家为发达国家，如新加坡、以色列。这些国家
（地区） 资源较少，主要依赖自身创新及其与世界的紧密联系实现发展，因此有参与“一
带一路”意愿。其中，新加坡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较为中立，因此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表现得较为积极，而以色列作为美国盟友，对于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积极性较低。“一
带一路”建设中，需要综合考虑各国家 （地区） 政治环境和政治倾向性，并明确其背后
诉求，进行科学决策，确保投资项目的安全性。

政商环境与政治倾向上述耦合规律，也佐证了将二者剥离为两个维度深化研究的合
理性与必要性，否则将掩盖很多内容。而本文对政治倾向的定量评估，是在国别与区域
定量评价研究方面做了探索性尝试。

5   讨论与结论

5.1  讨论

学界对地缘环境并未形成共识，在开展地缘环境评价时，多拘泥于已有的研究范式，
采用涵括自然 （地形、地貌、气候等） 和人文要素 （经济、文化、宗教、政治、军事等）
的“全面”的指标体系，而忽略了问题导向的差异。本文根据问题导向不同将地缘环境
评价分为3大类：即国家主权安全类、地区冲突风险类、投资合作安全类。该分类为地缘
环境评价的指标选取明晰了方向，可为学界深化地缘环境研究提供参考。

关注于“一带一路”投资合作风险，本文从政商环境与政治倾向两个维度开展了国
别与区域地缘环境评价研究。政商环境客观上反映了一个国家 （地区） 的治理能力与社
会秩序，关乎“一带一路”建设项目落地后的安全保障；而政治倾向会影响各国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观意愿。政商环境与政治倾向虽同属“一带一路”国别与区域地缘
环境所要考量的内容，但其作用模式迥异。例如，有些国家 （地区） 政治上对华消极，
参与“一带一路”的积极性较低，但由于其治理能力强、社会稳定，加以良好信用等级，
使得落地项目风险较低。对于这类国家 （地区） 需通过外交手段改变其对华态度，提升
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意愿。本文将政商环境与政治倾向两个维度加以剥离，这为
地缘环境评价研究迈出的又一小步，研究结论可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更具实操性的
决策参考。

以往地缘环境研究对政治分化少有触及，而本文根据各国家 （地区） 政治倾向识别
了“一带一路”沿线政治分化格局。但各国家 （地区） 的政治倾向通常难以量化。本文
根据各国家 （地区） 在人权理事会上的对华态度及各国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的行
动综合评价了各国家 （地区） 的政治倾向，评价结果表征了各国家 （地区） 政治态度的
相对值，并非对一个国家 （地区） 的定性。未来建立更为完善的政治倾向评价体系，实
现更精准的“一带一路”沿线政治分化研究，是亟待深化的内容。此外，随着“一带一
路”建设的不断推进，其覆盖国别与区域也不断扩充。为此，进一步纳入更多的国家

（地区），全面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别与区域地缘环境研究，是又一亟待深化的工作，
而本文为之奠定了基础。
5.2  结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地区） 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准确研判其地缘环境，有效应对
投资风险，是“一带一路”建设不容回避的内容。本文基于问题导向的不同，将地缘环
境评价研究解析为3类，这使得评价指标的选择有了更为清晰的方向，也使得评价结果物
理意义更为明确。在此基础上，从政商环境与政治倾向两个维度透析了“一带一路”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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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地缘环境。其中关于政治倾向的定量评价研究是一项开创性尝试，将进一步丰富地缘
环境研究内容。主要结论如下：

（1）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沿线各国家 （地区） 政商环境总体略有
改善，但内部差异较大，且不具明显的分异规律。政商环境较好的国家 （地区） 主要分
布在东欧地区，少数零星分布于西亚及东南亚地区；而政商环境较差的主要集中于中东
和中亚地区，呈现东西两端政商环境相对较好，而中部较差的格局。

（2）“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家 （地区） 政商环境空间依赖性较弱，且这种态势难以改
变。政商环境较好的国家 （地区） 对政商环境较差国家的正面影响要大于后者对前者的
负面影响；较之政商环境较好的国家 （地区），政商环境落后的国家彼此关联性更弱，表
现出“同而不和”的特征，表明“一带一路”建设宜集中连片突破。

（3）“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政治分化明显，且各国家 （地区） 对华态度与其政商环境
呈负相关。这充分表明政商环境落后的国家期盼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倡议谋求自身发
展。同时也表明，有必要积极宣传中国价值观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意义，争取更多政
商环境良好的国家 （地区） 的政治支持。

相较于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一带一路”倡议聚焦于世界发展，是对新时代地缘政治
思想的创新性发展。由于“一带一路”地缘环境复杂性的现实存在，中国迫切需要探索
符合“一带一路”地缘模式的地缘政治理论，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同时，通过重塑
地缘战略叙事，重夺政治解释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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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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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investment security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of countries (region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from two 

dimensions: the political-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political inclination. Since the proposal of 

the BRI in 2013, the political-business environments of the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regions) 

have shown slight improvements, though there are significant regional disparities. Generally, 

these environments are better at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ends of the BRI countries (regions), 

while the central regions lag behind.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spatial dependence in the political-

business environments of these countries (regions), but a weak trend toward homogenization 

exists, with lower-scoring countries (regions) mainly located in the former Commonwealth of 

the Independent States,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Indochina Peninsula. These regions show 

weak interconnections and exhibit characteristics of "being alike but not cohesive", suggesting 

that BRI efforts should focus on contiguous breakthroughs rather than scattering in isolated 

points. The evaluation of political inclination shows that the political division among the BRI 

countries (regions) is significant, with varying attitudes towards China. As the attitudes towards 

China warm up, the political-business environment tends to deteriorate. This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factors indicates that countries (regions)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the BRI are relatively politically unstable and economically underdeveloped, seeking to 

leverage the initiative for their development. Therefor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while ensuring investment security, we should actively promote Chinese values, striving 

for the support and participation of more countries (regions) with favorable political-business 

environments. Given the realities of underdeveloped political-business environments and 

political division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China urgently needs to explore a geopolitical 

theory that fits the geopolitical pattern of the BRI to ensure the progress and reclaim the 

political narrative power through reshaping the geopolitical strategic narrative. This paper's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political inclination provides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into the 

political fragmentation among these countries (regions) and serves as a reference for advancing 

research on the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political-business environment; 

political inclination; geo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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